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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社会困境”的理论视角, 使用针对北京居民环境行为的网络问卷调查数据, 探究公众面临大气污染

时选择减少驾车和购车行为的可能影响因素。采用线性与定序两种回归方法分析问卷调查数据, 结果显示影

响个体购车和驾车减排行为的主观因素有所不同。其中, 未购车人群的购车意愿受到个体知觉行为控制感的

影响较明显, 而已购车人群减少驾车的意愿更容易受到个体对大气污染的道德规范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当

个体预期付出成本较大时, 即使他们具备高的知觉行为控制感, 也难以在行为上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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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upon understanding on “social dilemma”, this study uses online survey data obtained from 

Beijing residents to explore possibl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duction of car-driving and car-purchasing intentions of 

the public in face of air pollution.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different factors influence individual’s intention to reduce 

his car-purchasing or car-driving behavior. Individual intention to purchase his first car is most likely affected by 

the sense of behavior control. However, for those already purchasing his own car, intention to reduce driving i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individual norms in regard of air pollut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en the public 

perceive a relatively high cost from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ke changes even if they 

have a high sense of behavio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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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严重影响公众的身心健康。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报告, 2012 年大气环境污染导致全球范

围内  3700 万人死亡, 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环

境健康风险[1]。2013 年, 各类大气污染更是造成全

球 5500 万人早逝和 1.42 亿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years, DALYs)①[2]。2015 年, 全球范围

内每  6 例早逝就有  1 例与环境污染直接相关 , 其中

空气污染是最主要的因素 [3]。中国也不例外, 相关

研究证实, 中国的大气污染会造成本国公众预期寿

命损失[4–5]。 

公众不仅是大气污染的受害者, 也是大气污染

的始作俑者。细颗粒物、臭氧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

都与公众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 [6–7]。在城市地区 , 

路面交通的尾气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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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8 年  4 月 , 北京市的私家车保有量已达到

近  600 万辆 , 其中市区机动车排放对  PM2.5 总浓度

的贡献占  17.1%[8]。对于公众来说 , 减少机动车的

使用和购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大气污染的状

况, 是典型的环境保护行为。但是, 公众采取环保

行为并非易事, 公众权衡是否采取环保行为往往被

视为一种社会困境: 采取环保行为一方面能够促进

他人福祉 , 另一方面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

身利益[9]。本文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探索影响公众减少驾车以及购车意愿的因素, 以期

拓展公众环保行为的相关理论, 并为促进公众环保

行为提供微观证据。 

1 文献综述 
1.1 公众的环保行为 

在本文中, 公众的环保行为指个体采取的有意

识的行动, 用以减少人类行为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

响, 或者(以及)用以提升环境质量[10–11]。为了采取

环保行为, 个体需要限制自我主义倾向来提升他人

的福祉 [9], 因此环保行为往往被置于“社会困境”的

范畴。Dawes[12]归纳了社会困境的两个特征: 首先, 

从个体的角度而言, 不论其他公众的行为方式如何, 

个体不采取行动(不付出成本)或者采取不利于社会

(取得“损人利己”的收益)的行动时获得的收益远大

于采取有利于社会的行为; 其次, 从社会的角度而

言, 个体从全体采取有利于社会的行动中的收益远

大于他们从全体不采取行动或采取不利于社会的行

动中的收益①。这种“成本由个人承担, 收益却由社

会共享”的成本–收益分配方式会导致一种困境: 公

众作为整体能够从特定的行为中获益, 但是又没有

单独的个体有足够的动力去采取这样的行为[13]。 

环保行为往往也被视为个体通过自愿的努力而

产生的环境公共物品。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型对私人

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持有较悲观的态度: 搭便车

的行为普遍存在 [14]。但是 , 现实并不总是那么消

极, 在理性选择模型大行其道的同时, 经验研究已

找到实例, 表明个人的利他主义促使其提供诸如环

境保护在内的公共物品 [15–16]。经济学和心理学的

研究者都试图揭开产生环境保护行为的“黑箱”, 两

个领域的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各成体系, 也相互借鉴。

首先, 在经济学中, 环保行为往往被构建成“由个人

提供的公共物品”[17]。其基本的前提假设是 , 个体

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来满足经济人模型的假定, 由

此推论个体的行为受自利动机(egoistic motivation)

的驱使, 因此需要极强的制度去改变人们的效用函

数, 促使环保行为的发生。但是, 这一逻辑无法解

释为何个体在没有强制制度的约束下还会采取环保

行为。因此 , 标准的经济人模型引入“不纯的利他

主义动机”(impure altruism motivation): 人们采取环

保行为是基于温情效应(warm glow), 即获得“由于

自身付出或者给予”而产生的快乐 [18]。此外 , 社会

心理学提供了道德规范的框架来理解环保行为: 环

境保护是亲社会(pro-social behavior)行为的一种。

因 此 , 规 范 激 活 范 式 (norm-activation)下 的 研 究 假

定: 通过激活个体的道德规范, 能够影响其环保行

为 [19]。环保行为需要激活个体对结果的意识和责

任感, 前者意味着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

人福祉的影响, 后者意味着个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有

提升他人福祉的责任[20–21]。进一步地, 道德规范还

会来自个体的价值导向, 行为的动机可以归因于三

类价值导向 : 利己主义导向 (egoistic orientation)、

社会利他主义导向(social-altruistic orientation)和生

物中心价值导向 (bio-centric value orientation)[22]。

尽管以后两种为核心价值观的个体更容易采取环保

行为, 但是与经济人假设一脉相承的利己主义价值

观却对行为产生的影响最大。因此, 为了对环保行

为做出更全面的解释, 不论是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

视角, 还是社会心理学中的道德规范视角 , 都在寻

求走近彼此的可能。如  Brekke 等 [23]提出 , 个体的

实际行为与内在的道德理想行为的比较会产生一个

综合的自我形象(self-image), 为了维护这一自我形

象, 个体会自愿采取环保行为, 使实际行为与内在

道德理想行为更接近。此外, Ajzen[24]的计划行为理

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中 的 知 觉 行 为 控 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变量既来自对自身行

为控制的意志(如道德规范), 也来自资源的限制。 

在大气污染领域中, 减少驾车行为以及为提升

环境质量而减少购车意愿是重要的环境保护行为之

一 [9,25–26]。根据不同的出行方式 , 公众的行为能够

给个人和社会整体带来不同的结果。对于个人来

说, 通勤时间、灵活性及舒适感会受到出行方式的

影响[27]; 对社会整体来说, 大气污染、噪音及能源

 

①  Dawes 对社会困境核心特征的描述都是针对个体层面而言, 即全社会合作比全社会不合作对于单个个体而言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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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也会受到出行方式的影响 [26]。公众的驾车行

为以及购车意愿不仅影响自身, 也对社会和环境产

生影响[28]。因此, 有必要探索哪些因素会影响公众

的驾车行为以及购车意愿。 

1.2 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 
Dawes[12]指出 , 克服社会困境的要义在于 : 1) 

个体能够理解困境问题的本质, 比如严重程度、问

题来源和行为成本等; 2) 个体愿意相信他人会采取

合作行为来缓解社会困境, 比如他人是否承担起缓

解社会困境的责任。公众感知的社会困境严重性程

度越高, 则越有可能付诸努力来缓解社会困境。Se-

menza 等 [29]发现, 公众对于气候变化威胁的风险感

知越高, 越有可能采取更多的缓解行为, 包括减少

家庭能源使用、减少汽油消耗以及增加回收利用的

行为。Henry 等 [25]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污染较严重

的时段 , 公众会为了更优质的空气质量而减少驾

车。在行为成本层面, Gardner 等[27]发现, 公众感知

到的成本越高 , 越不易采取减少驾车的环保行为。

感知到的成本包括时间、经济在内的诸多方面, 是

一个综合的概念, 其本质是采取或不采取某种特定

行为所带来的不便感。Tertoolen 等 [26]的研究中用

“不便感”来测度公众感知到的成本, 他们发现, 当

公众意识到驾车行为能够带来更多便利时, 更不乐

意减少驾车行为。公众对解决污染问题持有的知觉

行为控制感也会影响他们缓解污染的行为, 如果公

众认为自己行动与否不能改变问题的发生, 他们不

太可能表现出亲环境的行为[30]。此外, 公众的道德

观念也会影响他们的环保行为, 已有诸多实证研究

对此加以验证 [31–33]。Xu 等 [32]发现公众对自身造成

污染程度的感知程度越高, 就越有可能基于道德规

范而考虑进一步减少驾车行为。Hunecke 等[33]发现 , 

公众对日常生态环境破坏的个人责任感越高, 越容

易在激励机制下用公共交通代替私家车出行。此

外, 个体的行为也受他人行为的影响, 如果人们意

识到他人正在承担相应的环境保护义务, 则更有意

愿采取环保行为[32]; 相反地, 当公众对他人的合作

行为不信任, 将他人视为“搭便车”的一份子时, 则

会更少地采取环保行为[34]。 

此外, 公众的环保行为还受到个体属性变量的

影响。首先, 环保行为受包括个人收入水平及受教

育水平在内的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公众对环境

相关的意识和行为往往被视为对更高层次价值的

追求[35], 因此当公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收入状况满足

基本需求后, 则越有可能关注环境议题, 并为之付

出努力 [29,36]。其次, 对于环境议题, 不同人口统计

特征的变量也可能产生影响。女性群体往往持有更

高的风险认知[37]和利他动机[38], 从而更有意愿采取

相应的环保行为 [39]。另外 , 年龄也是影响因素之

一, 但在实证研究中, 年龄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方向

并不一致[29,40]。最后, 结构性的因素也会对公众的

环保行为产生影响, 比如自身对大气污染的敏感程

度[41], 家庭中是否有孩子或老人[42]。 

1.3 研究假设 
研究表明, 个体实际了解到的或他们感知到的

他人行为, 会影响自身采取亲环境行为的意图 [43]。

由于大多数环境保护成效依靠公众的协力, 除非个

体能够确定其他人也正在做出贡献, 否则他们个人

做出的努力可能显得毫无意义。这种依照大多数人

的典型做法而采取个体行为的内在标准被称为描述

性规范, 往往出于个体对周围情境的适应[44]。描述

性规范对行为的影响经常是个体意识不到的, 例如

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个体节能行为更多地受

其他人节能行为的影响, 而其自身所描述的保护环

境、节省开支等出发点实际上影响有限[45]。 

假设  1: 公众感知到的他人行为越强 , 他们采

取同样环保行为的意愿越大。 
个体责任感也即道德上的自我期望, 建立在对

风险的认知与对个人责任的信念之上, 被认为是影

响行为的直接因素 [21]。由于亲环境行为带来的收

益常常无法即时、显著地被公众所感知, 因而个人

道德信念常常胜于收益权衡, 成为影响力占比更大

的动机。Steg[28]认为, 如果以规范性目标为主要动

机, 个体会将他们的选择建立在道德标准上, 即在

这一情势下理应是最合适的, 这一目标的行为导向

可能与享乐目标或日常习惯相反, 但却是引起亲环

境行为的重要机制。 

假设  2: 公众自身的环境道德观念越强 , 他们

采取环保行为的意愿越大。 
有研究证实, 认知行为控制会减轻规范性目标

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如果不存在合理的可更替的出

行方式, 即使人们持有很高的环境道德感, 他们依

然难以做出放弃驾车出行的决策[46]。因此, 知觉行

为控制产生行为影响应该以个人成本认知为前提 , 

当个人成本认知较高时, 可能产生即使知觉行为控

制感较强, 但依然无法选择个体牺牲行为的结果。 

假设  3: 公众对大气污染的知觉行为控制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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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他们的采取环保行为的意愿越大。 
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判断常常是经过慎重选择后

的结果。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 任何选择都同时兼

有成本和收益两个侧面, 而人们需要结合自身经验

和客观事实, 在不同选项之间权衡, 最终选择看起

来收益更高或成本更小的选项。Tobler 等 [47]发现 , 

个体对自身亲环境行为的预期成本(财务成本、时

间、不适和不便)的判断 , 可以成为预测其行动动

机的重要变量。 

假设  4: 公众感知到的减排行为成本越高 , 他

们采取环保行为的意愿越低。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居民环境行为的

网络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在北京居住

一年以上的非环境专业的常住人口 , 共发放问卷

1481 份, 回收有效样本数为  1050, 最终根据质量控

制筛选后, 纳入分析的样本数为  1040。 

为控制问卷收集质量, 所有在线问卷在后台确

认完整填写后才可以提交。为检验答题者阅读和填

写问卷时的认真程度, 在问卷回收时加入特殊的题

目设置: 一是在问卷的不同位置重复提问实质内容

相同的题目, 以此判断答题者是否仔细阅读和理解

题目; 二是通过后台记录受访者的总答题时间, 大

致判断答题者是否使用足够的时间思考和作答。具

体而言, 最终剔除在两道询问“家庭是否购车”的题

目中答案不一致的样本, 并根据预调研中样本答题

时间的最小值, 剔除了答题时间小于  5 分钟的样本。 

考虑到本研究关注的因变量在年龄过大或过小

的人群中存在一定的限制 , 因此剔除年龄小于  18

周岁及大于  60 周岁的样本。最终 , 有效样本的年

龄、性别结构分布与《2013 年北京区域统计年鉴》

中公布的当年各城区常住人口状况基本上吻合。经

检验, 各变量的均值变异系数(CV)满足  CV<15%的

要求, 无回答数占总体的比例均小于  5%, 确认关键

变量均可使用。 

2.2 变量测度 
本研究重点关注公众的减排行为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以个体行为意愿作为因变量, 可能对这一变

量造成影响的自变量包括人口特征、道德规范、知

觉行为控制以及他人行为等。问卷使用分类题目统

计受访者的人口特征信息, 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和

学历等; 使用二分类题目统计受访者对大气污染原

因的判断; 针对心理感知层次的变量, 本次问卷调

查统一采用李克特(Likert) 7 等级量表法测度。 

在测度行为意愿时, 为尽量剔除地方政策对购

车行为的干预 , 将因变量对应题目设计为“如果取

消摇号政策, 可以自由买车, 您为了减少空气污染

而不买车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取消摇号政策”的

前提下, 引导受访者在答案中仅反映不受政策条件

影响的偏好。 

在测度控制变量时, 本研究分别采用多个问题

反映受访者的道德规范、风险认知和知觉行为, 具

体提问方式在表  1 中  列出。道德规范由受访者的环

境责任感、自评环保关注度及环境牺牲精神来表

征, KMO 检验统计值为  0.543, 不满足因子分析的

条件, 因而没有使用  3 个变量的因子得分来构建单

一的道德规范变量。知觉行为控制由两个变量表 

表 1  态度类变量的测度题目与来源 
Table 1  Measurement questions and resources of attitudinal variables 

自变量 测度题目 变量简称 来源 

减少驾车行为意愿 

(针对家庭购车的受访者) 

您觉得自己(或家人)为了减少空气污染而少开车的可能性有多大 
减少驾车 

[34] 
(针对家庭未购车的受访者) 

如果取消摇号政策, 可以自由买车, 您为了减少空气污染而不买车的可能性有多大 
放弃购车 

道德规范 

您认为在多大程度上您个人应该为大气污染的产生负责任 

我有很强的环境意识 

如果对保护环境有益, 我宁愿自己生活中有些不方便 

环境责任感 

环境意识 

环境牺牲感 

[48] 

[49] 

[48] 

成本认知 在平时生活中, 减少开车会在多大程度上给您带来不便 不便利程度 [34] 

知觉行为控制 
您认为在多大程度上, 您能够采取行动缓解大气污染问题 

对于北京市大气污染问题的解决, 我个人的影响力甚微 

行动效果 

影响判断 
[49–50]

他人行为 您认为其他有车一族为了减少空气污染而少开车的可能性有多大 他人行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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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此组变量在  95%的置信区间下通过  Pearson 相

关性检验。为识别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减排行为意

愿, 采用数据回归方法, 在  95%的置信水平下进行

分析。 

2.3 分析方法 
本次问卷对因变量——公众“减排行为意愿”的

测度方式是  7 等级量表, 回答结果为选项间实际间

隔 不 统 一 的 定 序 变 量 , 因 此 选 用 线 性 回 归 模 型

(OLS)与分类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

sion)来同时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在测度减排行为意愿时, 仅有(家庭)已经购车

的受访者能够提供有效的减少开车频率的意愿; 对

于(家庭)未购车的受访者, 减少购车意愿可以视为

重要的减排行为意愿。因此本研究在探讨与减少机

动车使用相关的环保行为时, 将是否已经购车作为

前置分类变量, 将已购车和未购车人群作为两个子

群体分别加以分析。 

3 实证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列于表  2。可用的

样本数据覆盖  18~58 岁的人群, 与适龄劳动人口和

适龄生育人口的年龄区间匹配。同时, 样本在教育

程度、年收入变量上对代表人群有较好的覆盖。 

在有效样本中, 89.1%的受访者赞同“北京市大

气污染的现状有待改善”的表述, 94.2%的受访者认

为“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严重”, 受访者对个人易感

程度和大气污染程度的判断也明显偏向高值(表  3), 

体现出北京市居民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迫切需求。受

访者在“为保护环境宁愿自己生活不方便”以及评价

自己“具有很强环境意识”的题目中, 同样倾向于选

择高分值, 表明公众对自身的环保道德观念普遍比

较自信。 

当调查问卷进一步询问受访者关于北京市大气

污染的主要贡献源的认知情况时 , 91.3%的受访者

认为汽车尾气是北京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同

时  82.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也对大气污染有

所 贡 献 。 在 判 断 解 决 大 气 污 染 的 责 任 主 体 时 , 

52.9%的受访者不赞同或不确定个人应该对解决大

气污染问题负责 ; 而对于全体公众“应该为解决大

气污染负责任”的表述 , 73.7%的受访者表示赞同 , 

仅  13.1%的人明确表达不赞同这一叙述。 

关于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知觉行为控制感, 有 

表 2  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布 
Table 2  Statistic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valid sample 

变量 分组 频数    频率/% 

性别 
男性 482 46.35 

女性 558 53.75 

年龄/岁 

18~29 481 46.25 

30~39 403 38.75 

40~49 133 12.79 

50~59 23 2.21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8 0.77 

高中或中专 43 4.13 

大专 126 12.12 

大学本科 703 67.60 

硕士及以上 160 15.38 

年收入/元

2 万以下 121 11.63 

2~5 万 62 5.96 

5~10 万 123 11.83 

10~20 万 358 34.42 

20 万及以上 367 35.29 

表 3  有效样本的因变量及控制变量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valid sample 

变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自变量

易感程度 1040 1 7 4.98 1.562

污染程度 1040 1 7 6.20 0.935

环境牺牲感 1040 1 7 5.59 1.263

环保意识 1040 1 7 5.66 1.179

环境责任感 1040 1 7 4.18 1.750

影响判断 1040 1 7 5.44 1.515

行动效果 1040 1 7 4.91 1.651

他人行为 1040 1 7 4.12 1.725

不便利程度 538 1 7 4.94 1.476

因变量
放弃继续购车 1040 1 7 4.45 1.847

减少驾车次数 538 1 7 5.31 1.440

 
78.7%的受访者赞同“对于北京市大气污染问题的解

决 , 我个人的影响力甚微”, 其中  45.5%的人选择  7

点量表中的最高值, 显示多数公众一致赞同自己对

北京市大气污染现象的可控性很低。受访者对于自

己能否采取行动缓解大气污染观点不一 , 64.8%的

人认为自己在不同程度上能够采取行动来促进缓解

大气污染问题。 

3.2 回归分析结果 
依据受访者家庭是否已经购车, 将受访群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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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进行回归分析。针对未购车人群, 分析促使他们

放弃购车行为的影响因素; 针对已购车人群, 分析

影响其减少驾车行为意愿的可能因素。除因变量差

异外, 两组回归分析分别使用不同题目来表征受访

者对减排行为不便利程度的判断。放弃购车行为对

应的不便利程度题目是“如果对保护环境有益 , 我

宁愿自己生活中有些不方便”, 减少驾车行为对应

的不便利程度题目是“在平时生活中 , 减少开车会

在多大程度上给您带来不便”, 所有模型采用的其

他自变量均来自相同题目的答案, 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在两种因变量的模型中, 受访者的个人特征以

及他们对大气污染的易感程度(身体健康的敏感程

度)都没有显示出对减排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 , 而

“他人的减排行为可能性”的系数在模型中均显著为

正, 表明受访者越认同他人会为减轻大气污染而采

取减排行为, 他们自己的减排意愿也越强。因此假

设 1 在本次调查结果中成立。 

当以放弃购车的行为意愿作为因变量时, “我个

人应该为大气污染的产生负责任”的系数显著为正, 

“为了环保宁愿不便利”的系数显著为正 , 但是“环

境意识”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  2 不完全成立。“自己

的行动可以缓解污染”的系数显著为正 , 表明未购

车的受访者越自信个人对环境污染的可控程度, 其

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购车的意愿越强。但是, 个人

影响力判断对放弃购车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  3

不完全成立。此外, 未购车受访者的生育现状也会

显著地影响他们放弃购车的行为意愿, 抚养孩子的

受访者明显比尚没有孩子的受访者更不愿意为保护

环境而放弃购车。这可能与因抚养孩子而增加的出

行需求有关, 当二者相比较时, 有孩子的受访者倾

向于将减排行为优先性降低。 

当考虑减少驾车次数的行为意愿时, 不便利程

度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当已购车受访者认为减少

开车的成本越大时, 他们减少驾车次数的意愿越低, 

假设  4 对于减少驾车的行为成立。“个人应该为大 

表 4  两类人群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regressional analysis between two groups 

变量 
放弃购车的意愿 减少驾车次数的意愿 

OLS Ologit OLS Ologit 

减排的不便利程度   –0.13*** –0.22*** 

环境牺牲感 0.12* 0.15** 0.26*** 0.39*** 

环保意识 0.07 0.10 0.10* 0.19** 

环境责任感 0.16*** 0.18*** 0.08** 0.11* 

影响判断 0.07 0.08 0.08** 0.05** 

行动效果 0.19*** 0.18*** 0.02 0.06 

他人行为 0.16*** 0.18*** 0.27*** 0.40*** 

个体 

特征 

变量 

性别(0=男) 0.17 0.18 0.06 0.00 

年龄 0.00 0.01 0.00 0.01 

受教育程度 –0.04 –0.06 0.10 0.01 

年收入 –0.01 –0.03 0.00 –0.02 

生育情况(0=有小孩) –0.51*** –0.45** 0.08 0.15 

易感程度 –0.00 –0.02 0.03 0.01 

污染程度 0.02 0.01 0.09 0.15 

常数项 1.11  0.26  

对数似然值  –902.07  –794.12 

n 500 500 531 531 

F 8.95***  14.79***  

χ2  115.49***  173.52*** 

调整 R2 0.19 0.06 0.27 0.10 

BIC 2014.92 1923.28 1802.84 1713.73 

注: *p<0.10,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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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的产生负责任”、“为了环保宁愿不便利”以

及“环境意识”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已购车受访者

感知到的道德规范越强, 减少驾车次数的意愿越高, 

假设  2 成立。与放弃购车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 已

购车的受访者对个人环保影响力的判断显著地影响

其减少驾车行为 , 但个人行动效果的判断显示没

有显著影响, 假设  3 依然不完全成立。此外 , 生育

现状变量在模型中未显示对减少驾车行为的显著

影响。 

4 讨论与结论 

针对购车现状不同的群体、两种不同减排行为

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影响个体购车和驾车减排行

为的主观因素有所不同。未购车人群的购车意愿受

个体知觉行为控制感的影响较明显, 而已购车人群

的减少驾车意愿更容易受个体对大气污染的道德规

范影响。有学者将低财务成本、高发生频率的减排

行为归类为削减行为, 而将低频率、高成本的行为

归类为效率行为[51], 同时通过调研发现环境意识只

与削减行为显著相关, 而成本重视度与两种行为都

显著相关。本研究中, 购车行为属于效率行为, 而

减少驾车行为属于削减行为, 研究结论与 Karlin 等[51]

基本上相近, 也即假设  1 在削减行为中被完全证实, 

假设  2 在两种行为中都得到证实。但是, 本研究并

没有完全证实个体对环境污染的知觉行为控制感显

著影响其减排行为。推测如下: 当以放弃购车行为

作为因变量时, 由于个体预期付出成本较大, 因而

即使具备高的知觉行为控制感, 也难以对行为产生

影响; 而以减少驾车行为作为因变量时, 由于行为

成本在其中一些受访者看来很低, 因此即使不认为

行为可以产生实际影响, 也愿意出于其他心理因素

而尝试 , 例如依从道德规范、减少外出停车困扰

等。回归分析结果还显示, 生育现状仅对放弃购车

的行为有显著影响。对此的可能解释是, 虽然都被

视为个体减排行为, 但有车族减少驾车频率与无车

族放弃购车面临的成本不同; 对于无车族而言, 放

弃购车可能还与家庭出行方式、接送孩子便利程度

等选择相关, 涉及的成本代价更大, 平衡这种成本

所需要的风险认知、环境道德观也更强。 

本研究结论提示亲环境行为可以分为多个种

类, 不同种类的有效激励途径可能不相一致。因此,

为促进与驾车相关的减排行为, 政府应从教育、监

管、财政激励和社会规范等多个领域采取措施。其

中 , 面向有车家庭 , 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投放网

络、道路和停车场广告, 以价值观渗透形式加强环

境责任感宣传。为提倡公共交通出行, 降低购车需

求, 可以采用绿色补贴或奖励的形式, 提示公众公

共交通行为可以为城市环保带来的贡献。 

以往有关机动车减排行为的实证研究一般不考

虑未购车人群。由于已购机动车辆的群体在收入和

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上都与总体人口差异较大, 如果

只考虑这部分人群, 将损失样本在人口变量上的代

表性。在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中, 有接近  50%的受访

者尚未购车, 数据分析中既考虑已购车人群的减少

驾车意愿, 也考虑未购车人群继续购车的意愿, 对

城市人口的覆盖更全面。由表  5 可知, 已购车人群

在受教育程度、年龄和收入水平上都显著高于未购

车人群, 但两个群体生育现状的数量关系相反, 已

购车人群抚养孩子的数目显著低于未购车人群。两

个群体相比较 , 已购车人群对“个体行动可以缓解

污染”的认同度显著高于非购车群体 , 可能与已购

车人群的生活质量相对更高、接受的教育质量相对

更好有关, 不排除群体间同时存在其他环境行为影

响因素的差异。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 由于无法直接取得个体

层面的常规行为数据, 在研究中只能采用受访者行

为意向作为他们实际或将来减排行为的表征。根据

计划行为理论 [24], 人的行为直接来源于行为意愿 , 

行为意愿又是态度、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等因素综

合影响的结果。Verplanken 等[52]认为行为意愿和最

终表现出来的行为之间还需要个体习惯调节, 如果

个体以往行为产生的惯性过强, 行为意愿将很难最

终引导出偏离习惯的行为。因此, 本文结论在应用

于解释实际减排行为时, 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表 5  已购车和未购车人群的人口特征差异 
Table 5  Democraphic differences between car- 

purchased and no-car groups 

人口特征 
均值 方差平衡 

检验 
 t 检验 

已购车 未购车 

受教育程度 5.00 4.90 不通过 2.16**   

年龄 33.81 28.66 通过 11.38*** 

生育现状 1.21 1.66 不通过 −16.33*** 

收入 4.49 3.17 不通过 16.81*** 

个体行动可以

缓解污染 
5.17 4.64 通过 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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